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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束性元胞自动机 (Constrained cellular automata，Constrained CA) 在模拟城市增长方
面已有诸多实践，已有文献常利用各种反映土地利用需要、区位影响、管理制度等的政策参
数，设定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情景以反映未来的城市形态。在基于约束性CA进行城市形态情
景分析时，以各种政策参数作为情景条件的研究实例较多。而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城
市规划用于建设管理的审批，对应明确的城市形态，因而如何利用城市形态作为情景条件分
析所需政策，也有实践意义，可以解决一些广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已有的发展政策是否
与期望的城市形态相匹配，不同规划方案所需采取的政策有什么区别等。本文提出了以城市
形态作为情景条件 (即形态情景分析) 的新方法，该方法基于约束性CA，改变了传统的约束性
CA情景条件的设置方法，以期望的未来城市形态为目标，识别相应需要的发展政策。并将北
京市域的4个规划城市形态作为情景条件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多个规划方案实施的可能性和政
策参数进行对比分析，证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是将约束性CA的应用扩展到
城市规划领域的又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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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增长分析、模拟和预测中，为了反映未来城市形态发展的不确定性，常采用情
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SA) 的方法，以拟采用的发展政策作为情景条件，给出多个未
来城市形态的可能方案，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1-5]。而本文与以发展政策作为情景条件的城
市增长情景分析的思路相反，提出了形态情景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形态情景采用城市形态
作为情景条件，探讨在以空间规划为发展前提的国家与地区，分析配套的城市空间发展政
策的科学性，及不同情景所对应的发展政策的区别。在规划实践中，某种城市形态的政策
依托是广为关注的问题，因此探讨形态情景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针对形态情
景，本文提出了约束性元胞自动机 (Cellular Automata, CA) 为理论基础的形态情景的分析
方法，分析所需要的发展政策并识别其政策参数。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模拟的城市形态为
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即在约束性CA中只模拟非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的转
变，逆向过程不模拟，也不考虑城市再开发过程。

在中国，区域规划一般以经济为主导，而城市规划的形式多以空间规划为主，有时甚
至是在没有考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条件下制定城市规划方案。这样，反过来大家甚至习惯
于先有合理的空间规划设想，再来考虑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可能性，研究可以容纳多少社会
经济的开发需求，以及需要采取哪些配套政策来保障方案的实现。另外在规划实践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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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部门所确定的城市规划方案，往往和实际的城市发展有偏差，屡见被突破的现
象[6-7]，而规划部门对此又往往缺乏政策指导，不知道规划的城市形态需要哪些政策来支持
以辅助其实现，这些政策又与现行的城市发展政策有何不同，以及从现状到规划期末之间
不同阶段的城市空间的可能形态，都是城市规划部门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从这些角度来
说，城市形态作为模拟的情景条件这种方式也有实际意义。

情景 (Scenario) 被定义为“是对一些有合理性和不确定性的事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
能呈现的态势的一种假定”[8-9]，而情景分析是“预测这些态势的产生并比较分析可能产生
影响的整个过程，其结果包括对发展态势的确认、各态势的特性、发生的可能性描述，并
对其发展路径进行分析”[10]。情景分析方法承认未来的发展是多样化的，有多种可能发展
的趋势，其预测结果也将是多维的[11-12]。鉴于城市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往往很难对未来
的城市形态进行准确的预测，因此情景分析在城市增长模型中的应用较为普遍，一般根据
不同的政策参数设置给出相应的城市形态。城市增长情景分析或土地使用情景分析[13]是对
远景城市形态的判断，其在数学上可以表达为 (公式1中，x和a都应该有 ij脚标，用于表
示空间位置，该公式中做了简化，没有标明)：

(1)

式中：A变量的物理意义是城市发展政策及其空间作用范围 (以下简称政策)，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A变量一般会有变化；X变量的物理意义是A变量作用的强度 (以下简称政策参
数)，即对应政策的执行力度，其也随时间变化的；P为根据发展政策A和政策参数X利用
开发概率函数 f 计算得到的开发概率或适宜度；Ψ为利用开发概率确定被开发区域的函
数。Y变量对应在相应发展政策作用下的城市形态 (某处的城市形态 yij = 1表示 ij处被开
发，对应城镇建设用地，yij = 0表示 ij处未被开发，对应非城镇建设用地)。Ts表示情景分
析时的基准，即现状时间点，Te表示预测的，即未来时间点 (Y对应该时间点)，q表示政策
A变化的次数，Tq表示对应的时间点，p表示政策参数X变化的次数，Tp表示对应的时间
点。未来某一时间点的城市形态是基于现状到未来时间点的发展政策A和政策参数X综合
作用的累计结果。本文对这一过程进行三条基本假设：

(1) 函数 f以多指标评价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MCE) 的形式 (即加权平均) 来表
示，函数Ψ采用开发概率与阈值相比较的方式以确定某区域是否被开发；

(2) X和A保持Ts (现状执行的政策) 或Te (计划未来实施的政策) 时刻的状态不变，即p
和q都等于1；

(3) X是空间静态变量，即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均匀的。
“三条基本假设”会造成分析与实际有一定的误差，但鉴于数据和计算方面的限制，

本文采取这些假设。公式 (1) 则转变为公式 (2) 的形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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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k, ij表示第 k项发展政策在 ij处的状态值，Ak表示第 k项发展政策的空间分布，Xk表
示第k项发展政策的政策参数的数值，Ω表示整个研究区域，ij表示地理空间坐标，probij表
示 ij处的开发概率，pthreshold表示开发概率的阈值，probij大于等于该概率则yij被开发。

在已有的城市增长情景分析研究中，一般也沿用这“三条基本假设”。例如，
Klosterman[1]开发的规划支持系统“What if?”中，A对应其中的土壤条件、洪水淹没区、
交通条件等发展政策，而 X 对应相应的权重系数；Landis[2-5]所开发的 CUF 和 CUF-2
(California Urban Future Model)中，A对应每个开发单元 (Developing land unit，DLU) 的区
位、环境条件、土地使用、区划 (Zoning)、现状开发密度和交通可达性等，而X对应这些
政策的权重系数。在常规的城市增长情景分析中，X和A是情景条件，基本的方法是根据
不同城市发展偏好所设置的A变量和X变量，求取相应的城市形态Y，对于任意X和A，在
数学上都可以有相应的情景Y对应，即不同的发展政策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城市形态。需要
指出的是，在已有的城市增长情景分析的研究中，多数都是调整政策作用力度A，而政策
本身X保持不变。

而本文提出的形态情景，遵循“三条基本假设”，可以看作常规的城市增长情景分析
的逆过程，其以城市形态 (Y) 作为情景条件，分析不同的城市形态方案所对应的城市发展
政策 (X和A) 的可能性和差别。在数学上，对于作为情景条件的城市形态Y，则可能有以
下两种情况：① 无解，没有X、A满足条件，即该形态不满足当前的政策设置；②至少一
组解，即要实现该城市形态，可以有至少1个政策和政策参数的组合。

利用约束性CA的方法，通过不同的期望城市形态Y (即形态情景) 和已知政策A，可
以验证政策参数X的可行性，以及不同形态政策参数组间的对比，进而定量地识别政策参
数的需求影响。这样对约束性CA的应用是一个创新，结合城市规划，特别是土地利用规
划的多个方案进行模拟，可以提高约束性CA在规划实践、城市增长分析方面的实用性。

如上所述，本文尝试提出了基于约束性CA进行形态情景分析，进而给出发展政策建
议，这一探索不同于约束性CA的传统应用，其从规划实践的需求出发，分析在有具体的
政策和方针的条件下，规划师从综合的角度制定的多个规划方案，其形态实现的可能性。

2 方法

有关约束性CA的应用研究，并没有将城市形态作为情景条件来设置的先例研究。约
束性CA可否用于形态情景分析，城市形态能不能作为情景条件?需要先回顾一下约束性
CA的状态转换规则的获取方法。早期的约束性CA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研究如何识别并
设置CA的状态转换规则，然后据此规则进行模拟[14-18]。状态转换规则确定的过程中，往往
根据某个历史阶段的城市形态 (Y)，以及已知的约束条件 (A)，识别约束条件的参数 (X)。
本文的形态情景分析也是根据Y和A求取X的过程，与前者不同点在于，城市形态是未来
形态，不是历史数据。

利用约束性CA进行形态情景分析，其特点为根据已知的空间形态Y，求取CA状态转
换规则。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关键是根据形态求参数解。该问题可以参考已有的根据历史
数据进行参数率定 (Calibration) 的方法实现X的识别，主要思路是将现状空间形态看作某
一历史阶段 (Ts➝Te) 的开始时间点Ts，而将期望实现的空间形态看作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
时间点Te，即利用现状的形态到期望形态的变化过程。识别方法可以采用Logistic回归、
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Nested loops等。其关键是如何根据CA的输出识别其状态转换
规则。

以什么标准作为未来城市形态能否实现的标准，是需要确定的，这里认为通过形态情
景分析所识别的政策参数 X 作为输入条件，模拟生成的形态以与所设置的形态情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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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系数小于 80%，则认为无解，即该形态情景没有可依托的政策；反之，如果Kappa
系数大于等于80%，则认为这套参数可以反映所设置的形态情景，即有解的情况。一般情
况，对于有解的情况，并不是仅有一组X满足该条件，而是多个，是一个集合 (或者称之
为解空间)：{X|y' = f(X, A), Kappa (y, y') ≥ 80%}，其中 y为所设置的形态情景，y'为通过
识别的政策参数利用约束性CA模拟生成的形态。

本文沿用Wu[19]、Li和Yeh[20]等已建立的概念模型，具体如公式 (3) 所示。约束性CA
的邻域采用摩尔邻域 (Moore、3×3矩形、8个邻近元胞)，离散时间的一次循环对应一个
月，元胞的状态受宏观社会经济约束 (Amac)、空间约束 (Aspa)、制度性约束 (Ains) 和邻域约
束 (At

nei) 影响 (其中宏观社会经济约束条件没有对应的实施力度 x)。发展政策A对应4类约
束条件的空间范围或数值，空间性和制度性约束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可以假设其与现状或
规划的一致，宏观社会经济约束可以体现为城市形态的总规模 (如城市开发面积、建筑
量)，而邻域约束则随着城市增长的过程不断变化，因此，发展政策A中除了邻域约束外其
他都可以假定为已知，即与现状或未来规划一致。邻域约束对应的政策 a则在模拟中根据
城市形态的变化不断作相应的改变。

(3)

式中： 为 t时刻的 ij位置的元胞状态； 为 t+1时刻的 ij位置的元胞状态；f为元胞的状
态转换规则；

本文的约束性CA的状态转换规则如公式 (4) 所示 (第 t+1次模拟)，采用MCE作为CA
状态转换规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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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andAmount为总的元胞增长数目(对应总开发规模)，stepNum为每次循环 (iteration

或 step) 中被新开发的元胞数目， 为土地利用适宜性， 为变换后的全局概率，

为每次循环中全局概率最大值，α为扩散系数 (1-10)， 为最终概率，x0为常数项，an表

示土地整理与开发的邻域影响，反映成片且具有连续性的土地整理与开发的规划引导与建
设管理，在本文中称邻域政策，xn表示邻域政策参数，ak表示除邻域之外的政策，xk表示
除邻域之外的政策参数，s0表示各个步骤中适宜性 保持不变的部分 (邻域开发强度保持不
断变化)，St+1(ij) 表示元胞 ij在 t+1步模拟中的状态，而Pthreshold (Pt

ij, stepNumt+1) 表示控制元胞

开发速度和数量的邻域，其数值随着 和 stepNumt+1而改变，每次模拟中其数值一般不

同，以保证在第 t+1步模拟中，有 stepNumt+1个元胞被开发。
模拟的基本过程是，首先基于宏观社会经济条件计算不同时间阶段的 stepNum 参数

(被开发元胞的数量)，在CA环境中计算土地利用适宜性、全局概率和最终概率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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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采用空间分配的思路，根据最终概率和待开发元胞的数量，进行待开发元胞的空间识
别，完成一个CA离散时间 (Iteration) 的模拟。根据模拟的目标时间，确定循环次数，CA
不断循环，完成整个模拟过程。

下面探讨基于上面建立的理论模型，如何求取模型参数，进而实现形态情景分析。需
要识别的模型参数主要是政策参数 stepNum 和 X。从参数识别的方法和流程上，依次是
stepNum、xk和 xn的识别，其中 stepNum 采用简单的增速计算方法，xk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
法，而xn采用MonoLoop方法，下面对其具体进行说明。

对于 stepNum参数 (对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总量)，假定从现状到形态实现这一阶
段的城市增长保持匀速，即各个阶段的该数值相同，其计算方法如公式 (5) 所示。

(5)

式中：CT为期望空间形态的城市建设元胞数量；Ct为现状空间形态的城市建设元胞数量；
Te为形态实现深刻；Ts为现状时刻；t0为每个循环对应的真实时间。

对于政策实施力度参数X的识别，主要有Logistic回归和计算机自动计算不同参数组
合等方法。如Wu[21]基于MCE方法的适宜性乘以局部的邻域作用、环境约束后得到最终的
耦合概率 (Joint Probability)，其中MCE形式的城市增长适宜性是基于Logistic回归通过对
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获得的，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在Logistic回归中因为邻域作用在不
同的循环中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很难在回归中考虑，同时回归中没有考虑环境约束，只是
在回归之后将通过回归获得的概率乘以这两项作用，环境约束和邻域在其状态转换规则中
的参数设定会失之于主观 (Over-arbitrary)，不能完全反映历史阶段的城市空间增长的真实
机制。而Clark和 Gaydos[22]提出了Nested loops方法，通过利用计算机自动计算不同参数
组合产生的模拟结果，将其与观察值进行对比，计算其匹配度，选择产生最优匹配度的参
数集作为模型的参数进行模拟。Clark和Gaydos[22]考虑了 5个参数，进而生成共 7560个参
数组，共运算252个小时识别最优参数组。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参数增加，则运算时间将
大幅增长，本文考虑了4类约束条件的约束性CA的参数可达十余个，如果每个参数有6个
选择，每次循环按照同样的运行时间，则总运行时间可达50000年，这尚没有考虑每个参
数仅有6个供选择数值的不足，因此即便运用目前最为先进的工作站，如此高强度的计算
仍不可以接受。

因此在约束性CA模型中，对Wu[21]、Clark和Gaydos[22]二者的方法进行综合并作一定
改进，结合二者的优点，利用历史数据，将除邻域之外的政策参数 xk根据Logistic回归的
方式求解，在此基础上利用单一参数循环方法 (MonoLoop，详见参考文献[23]，以Kappa
指标最大为原则识别邻域的政策参数xn。最后识别的模型参数xk和xn (记为X*) 可以作为实
现各个形态情景的发展政策实施力度。该方法一方面利用历史数据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全面
的城市增长规律，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模型运算的时间。将模拟形态和所设置的形态情景进
行点对点对比，如果Kappa大于等于80%，即为有解的情形，则X*对应的是通过已有的政
策A能够得到的具有最高形态匹配度的政策参数，此时还有其他政策参数同样能够产生与
形态情景的Kappa大于等于 80%的模拟形态。如果在不考虑邻域政策的Logistic回归过程
中所得到的 Kappa 系数低于 50%，则没有必要开展 MonoLoop 过程，根据经验，此时在
MonoLoop过程后，Kappa系数仍然不会超过80%。本文仅考虑X*，其他满足条件的参数
集合将在后续研究中开展。

通过政策参数X的正负，可以判断该政策应该鼓励还是避免，通过各个变量之间参数
的横向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政策应该给予的倾向。同时通过和其他历史阶段的模型参数对
比，鉴于对历史阶段的政策参数的了解，可以更为形象地给出要采用的发展政策与其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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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阶段对应政策的差异。对于X可以利用公式 (6) 计算政策的实施力度变化情况 (dt)，进
而给出相同的政策在历史 (或现状) 和未来的对比效果 (即政策倾向的变化)。

(6)

式中：dti为政策 k随时间的实施力度变化；xk为政策 k的识别的权重系数；xk
*为政策 k在历

史阶段的权重系数。
下面基于所建立的约束性CA实现形态情景分析的实例，以北京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

为例，分析根据所设置的多个形态情景和确定的政策，求取政策参数在模拟上是否有效，
并对其进行横向对比，给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3 应用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
约束性 CA 模型的应用范围为北

京市域 (图 1)，其位于华北大平原的
北端，西以西山与山西高原相接，北
以燕山与内蒙古高原相接，东南面向
平原，距渤海西岸约150 km，总面积
为 16410 km2，2006 年城镇建设用地
面积为1324 km2。

约束性 CA 模型的政策变量 (A)
及相应的数据如表 1所示。宏观约束
条件中，增长速度参数 stepNum 作为
一个控制指标，反映为土地开发的总
量，对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目标；
空间约束条件主要反映了城镇体系、
防洪、交通发展等方面的规划政策
(或专项规划)；制度性约束条件主要
反映了生态保护、灾害防治、耕地保
护等方面的规划政策 (或专项规划)；而邻域约束条件则反映了对开发规模的控制政策。

为了便于进行政策参数X的识别和横向、纵向的对比，我们对政策A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将其范围都统一为 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假设被开发的概率越大，反之则概率越
小。对于空间类约束条件，其原始数据为各类政策的空间分布的 GIS 图层，采用 ESRI
ArcGIS的Spatial Analyst模块的“Distance/Straight Line”工具，可以获取相应的欧式距离

数据distk，通过 可以计算吸引力ak，其中β参数根据经验取值0.0001。对于制度
性约束条件，禁止建设区中数值为0表示禁止一切城乡建设，反之为1；农业用地适宜性
表示对耕作的适宜条件，数值越大表示适宜性越低。

上述各个政策A的参数X的大小则反映了政策或规划的执行力度，与政策A一同，都
和模拟的形态直接相关。
3.2 形态情景的设置

自 1958年行政区划调整形成目前的市域范围以来，北京市域范围内开展的总体规划
主要有5次，1958年、1973年、1982年、1992年和2004年[27]，其中2004年版总体规划的
规划目标为 2020 年，确定了 1800 万的人口发展规模 (对应建设用地为 2300 km2)，以及

图1 研究区域 (该图曾用于参考文献[24])

Fig. 1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study area of

the constrained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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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进而形成中心城—新城—镇三级的城镇结构。
在该规划的制定中，制定了四个规划方案 (图 2)，各个规划方案的总用地规模基本一致
(略有少量偏差，具体见表 2)，只是城市布局有较大差别 (反映了规划师或领导的不同偏
好)，但当时并没有对这些方案政策实施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就进行了方案比选。本文拟对
这些形态情景进行分析，分析其政策参数的可行性 (上文的各个政策A的空间分布也是在
本次总规编制时的相关政策或专项规划内容)，进而对城市形态与相关政策、专项规划的
协调性进行识别。

各个形态情景的基本情况如下：
情景A (yA)：规划情景，对应 2004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所确定的城市形态[26-28]，其

表 1 约束性CA模型变量及相应数据一览表

Tab. 1 Dataset of the constrained CA model
类型 变量 政策 数值 数据 数据来源 

宏观约束条件 stepNum 增长速度 [ M  土地利用数据 

a1 天安门 (城镇体系) M-1 

 

基础数据 
空间分析 

a2 新城 (城镇体系) M-1 

 

基础数据 
空间分析 

a3 镇 (城镇体系) M-1 

 

基础数据 
空间分析 

a4 河流 (防洪) M-1 

 

基础数据 
空间分析 

空间约束条件 

a5 
2MM6年道路 
(交通发展) 

M-1 

 

2MM6-11-M1 
TM影像解译 

a6 
禁止建设区 
(环境保护、 
灾害防治等) 

M、1 

 

北京市规划 
委员会[28], 2MMT* 

制度性约束条件 

aT 
针对农业用地适宜性的 
土地等级 (耕地保护) 

M-1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 
国土环保处[26], 1988 

邻域约束条件 ant 邻域开发强度 M-1  土地利用数据及模型生成 
* 禁止建设区的划定方法参见文献[25]。 
图中黑色表示1, 白色表示M, 灰度表示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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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是控制中心城
的继续蔓延，大力发展
新城；

情景 B (yB)：蔓延
情景，继续在中心城周
边开发，新城的开发规
模较小，即为所谓“摊
大饼”的城市形态；

情景 C (yC)：葡萄
串情景，大力发展小城
镇及沿交通走廊的开
发，新城和中心城基本
保持原有规模，进而形
成指状、葡萄串状的城
市形态；

情景 D (yD)：生态
保护区情景，在开发过
程中尽量避免对禁建区
的占用和对优等农田的
蚕食，进而形成所谓的
可持续城市形态，从布
局上看，鉴于考虑了较
为零散的禁止建设区，
这种形态较为分散。
3.3 政策参数识别

我们开发了一个求取形态
情景参数的工具。基于 ESRI
Geoprocessing、采用 Python 脚
本语言开发了约束性 CA 模型，
模型精度即元胞大小为 500 m×
500 m (研究区域共 65628 个元
胞)。根据 2006 年现状空间形

态 (y2006)， = 5011。以情景A
为例，空间形态中的城镇建设

用地元胞为 = 9254个。约束
性 CA 的 循 环 次 数 为
(2020-2006)×12 = 168，则每次
循环的新增元胞数量 stepNum =
(9254-5011)/168 = 25.3，最后取值为25。其他情景的 stepNum识别方法相同。

对于X的识别，采用Logistic回归和MonoLoop集成的方法实现。Logistic回归的因变
量是否发生由非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的转变 (发生转变为 1，不发生转变为 0)，
自变量为表 1中的除邻域之外政策A。将各情景的形态与现状形态作代数减法运算，其结
果作为Logistic回归的因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表2中，Kappa 回归是指不考虑邻域政
策，根据Logistic回归结果计算的点对点匹配系数，Kappa 最终考虑了邻域政策，为基于识别

图2 形态情景设置图

Fig. 2 Predefined urban form scenarios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 b

c d

变量 情景A 情景B 情景C 情景 D 历史(1976-2006) 
总规模 9254 9270 9895 10679 3119(5011-1892) 
stepNum 25 25 29 34 9 
x0 -8.700 -30.696 -63.599 -55.624 -12.263 
x1 15.268 54.558 15.106 20.849 11.782 
x2 3.575 10.294 10.046 9.701 2.490 
x3 -0.717 5.272 31.639 7.807 -1.872 
x4 4.105 8.765 24.348 11.622 7.574 
x5 1.368 6.027 7.627 8.113 0.917 
x6 1.193 3.672 4.078 23.000 1.535 
x7 -2.396 5.066 6.094 12.003 -1.179 
xn 15 17 9 7 20 
Kappa回归 42.9 76.0 79.7 71.3 41.9 
Kappa最终 69.4 91.8 85.0 85.8 67.5 
是否通过有效性

检验 
否 是 是 是 否 

 

表2 形态情景分析结果

Tab. 2 Form scenario analysis results

0 4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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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参数利用约束性 CA 模拟结果计算得到的点对点匹配系数。情景 B、C 和 D 的
Kappa 回归系数均超过80%，自变量的显著性均为0.001水平，回归结果可以接受，说明已有
的除了邻域之外的政策就可以解释所设定的形态情景，而情景 A 的 Kappa 回归系数仅为
42.9%，说明除邻域外的已有政
策不能够解释所设定的形态
情景。

对每个规划情景，通过
Logistic回归方法确定 xi (i = 0~
7) 之后，保持这些政策参数不
变，采用 MonoLoop 方法识别
邻域政策 an的系数 xn，得到各
情景的各项政策参数。之后对
各个情景的x参数的进行比较。
3.4 形态情景有效性检验

MonoLoop的过程其实就是
对所设置的形态情景进行检验
的过程 (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
的方法)，Kappa 最终低于 80%的
形态情景，不能够通过形态情
景的有效性检验，而高于 80%
的形态情景，通过了有效性检
验，被证明有政策参数
能够满足所设置的形态
情景以较高的精度实
现。为了进行说明，将
表 2中所识别的各形态
情 景 的 政 策 参 数
(stepNum、 x0-7 和 xn) 作
为约束性 CA 的输入条
件，经过 168 个循环，
模型停止运行，得到相
应的模拟城市形态 y'
(第1~168次循环的模拟
结果对应未来不同阶段
的可能的空间形态)，
并将其与所设置的形态
情景 Y 进行对比，如图
3 所示，具体的精度统
计见表 3 (因为在各个
形态情景中，开发元胞
所占比例较低，与未开
发元胞的数量有较大的
差别，属于非平衡数据
unbalanced dataset， 所

表3 模拟结果与形态情景对比精度表
Tab. 3 The precision table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edefined

and simulated urban form scenarios

形态情景  观察 (0) 观察 (1) 合计 用户精度 (B) 
模拟 (0) 53919 2428 56347 95.7 
模拟 (1) 2440 6826 9266 73.7 
合计 56359 9254 65613  

A 

生产精度 (B) 95.7 73.8 总精度92.6B 
模拟 (0) 55482 620 56102 98.9 
模拟 (1) 793 8650 9443 91.6 
合计 56275 9270 65545  

B 

生产精度 (B) 98.6 93.31 总精度97.8B 
模拟 (0) 54391 1256 55647 97.7 
模拟 (1) 1259 8639 9898 87.3 
合计 55650 9895 65545  

C 

生产精度 (B) 97.7 87.3 总精度96.2B 
模拟 (0) 53590 1273 54863 97.7 
模拟 (1) 1276 9406 10682 88.1 
合计 54866 10679 65545  

D 

生产精度 (B) 97.7 88.1 总精度96.1B 

1表示已开发为城镇建设用地，0表示未开发 

图3 模拟结果与形态情景对比图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urban form with the predefined urban form scenarios

a b

c d

0 4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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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精度数值普遍比较高)。根据Kappa检验的结果以及图 3的对比结果，情景B、C和D
的政策参数对应的 y'能够保证与所设置的形态情景 具有较高的点对点匹配精度。在基于
Kappa验证的基础上，还采用空间格局验证 (Moran I、Separate clusters、Edge cells)、空间
结构验证 (根据到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划分若干圈层) 等方法进行验证，匹配程度同样较高。

而情景A的政策参数对应的 y'，则与 yA的点对点匹配精度较低，不能用于 yA的模拟。
情景A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当前的空间政策的背景下，没有政策实施强度的组合能够实现
预期的规划城市形态。要保障规划方案的实现，需要调整规划的城市形态yA或空间发展政
策A的设置，以实现政策参数与形态情景的一致性。对于前者，可以基于本文的约束性
CA模型根据政策参数设置模拟未来的城市空间增长模式，进而基于龙瀛等[24]提出的方法
制定合理的城市增长边界，作为规划的城市形态，可以保证规划方案更加符合未来的城市
增长趋势。对于后者，则需要更改城市发展政策的空间分布，如道路规划方案、城镇体系
设置或基本农田保护范围等，不断调整，以实现预期的规划城市形态。对于后者，也有另
外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引入政策参数的空间分异，强化局部地区的规划实现比例，即针对
不同的行政边界 (如乡镇、区县等) 或自然边界 (如流域、地貌分区等)，逐一采用形态情
景分析的方法求取政策参数，也有望提高规划方案的实现比例。这点在真实的城市增长中
客观存在，有学者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城市区域的增长驱动力存在空间异质性，即区域内
不同子区域的城市增长的政策参数存在差异[29-30]。
3.5 比较形态情景的政策参数

根据参数识别的结果，可以对要实现通过有效性检验的各个形态情景 (B、C和D，不
包括A) 的政策需求进行解释，主要可以体现在3个方面：

(1) 情景内各参数横向对比：以情景B为例，根据 stepNum参数，2006-2020年每年增
长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 25×12/4 = 75 km2，如果按人均城镇建设用地 100 m2指标计算，
则每年预期的人口增长规模为 75万人。对其他政策参数可进行横向对比，系数越大表示
该政策的执行力度需要越大，以实现所设置的形态情景，如该情景应该大力促进中心城开
发、新城开发和滨河开发 (相比其他政策)。

(2) 情景间各参数横向对比：针对各个政策参数进行情景间的对比分析，可以更为形
象地了解要实现各个形态情景所需要采取的政策间的差别。例如情景B的参数 x1高于情景
C，说明要实现情景B，相比实现情景C，沿中心城的开发力度应该更高，即更应该大力
促进中心城的开发；而情景D的参数 x6明显高于情景C，说明要实现情景D，相比实现情
景C，对禁止建设区的保护力度应该更高。

(3) 与历史阶段进行对比：以1976-2006年这一历史阶段为例，利用约束性CA采用类
似的政策参数识别方法 (因为时间范围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与各形态情景的政策A不
同)，可以获得 1976-2006年的模型参数 (表 2最后一列)。参照公式 (6)，相比这一历史阶
段的城市增长策略，各个形态情景在规划期 (2006-2020 年) 内的城市增长速度为
1976-2006年城市增长速度的 2~3倍，这也就要实现所设置的各个形态情景，未来需要从
宏观社会经济的角度，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实现规划的城
镇建设用地规模。同时，相比历史阶段，各情景邻域扩展趋势都需要控制，尤其是情景C
和D；情景A应该强化中心城扩张、道路引导开发政策；情景B、C和D除了邻域开发政
策弱化外，其余政策的实施力度都应该得以强化，如需强化禁止建设区的保护力度、小城
镇的开发力度等。

4 结论与讨论

在城市增长模拟领域，传统的研究或应用都是利用发展政策进行城市形态的情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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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作为决策部门进行城市发展决策的参考，这种应用较为普遍并且已经较为成熟。但在
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城市规划领域，往往是先有根据规划师所制定的城市形态，其反映
了规划师的想法，但是部分所制定的形态往往不可能实现，与配套制定的或已有的发展政
策不协调，这种情况下或者需要调整所制定的形态，或者改变发展政策，以实现二者的
匹配。

规划实践中，规划空间形态是由规划师制定，规划师的想法因人而异，有主观的因
素，很难在CA中体现。规划师所制定的规划空间形态可以反映CA无法反映的因素，如
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领导等人的规划意图等。本文是对以城市形态作为情景分
析条件的初步尝试，能够探讨所设置的城市形态情景在目前政策框架下的可行性。这一探
索从规划实践的要求出发，分析在有具体的规划政策和方针的条件下，规划师从综合的角
度制定的规划空间形态，从地理条件、发展需要来看，其形态实现的可能性，是CA应用
的突破，对于促进解决规划行业所面临的常见、棘手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作用，并可以用于
评估规划形态与各个专项规划或政策的协调程度。

但本文在进行情景分析这一复杂问题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工作，如不考虑政策参
数随时间、空间的动态变化，不考虑多种土地使用类型等。下一阶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深化并扩展形态情景分析的研究。① 进行多种用地类型的形态情景分析，例如多种城
市用地类型——居住、商业和工业等，以适应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的情景分析；② 考虑
政策参数的空间分异，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形态情景分析；③ 考虑政策和政策参数随时间
的变化，以动态交互反馈的方式进行形态情景分析；④ 考虑在模拟的过程中不仅仅通过
对政策参数进行识别，拟增加对政策本身的空间分布进行识别的功能，以得到实现不同形
态情景所需要配套的空间政策；⑤ 也可以尝试采用多主体系统 (Multi-agent system，
MAS) 的方法，引入规划师主体 (Planner Agent) 来反映规划师、领导等人的意图，以从另
一个角度研究如何实现所设置的形态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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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Scenario Analysis Using Constrained Cellular Auto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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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enario analysi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realm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most of current scenario analysis researches of urban growth, developing policies

are set as the input scenario conditions to generate various urban forms, which can be

referenced by policy makers and urban planners. This paper reverses the line of current

scenario analysis for urban growth, in which the term of form scenario analysis (FSA), a

spatial explicit approach, is novelly defined, employing the urban form as the scenario

condition and aiming at identifying whether any policies set can be implemented to realize

the predefined form. If yes, what the detaile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for the scenario form

should be answered. A constrained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CA) is developed for FSA,

which borrows the routine model calibration method of constrained CA using historical

observed forms from existing literatures. Four planned schemes of Beijing Master Plan 2020

for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re analyzed using constrained CA to test FSA approach,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d policy parameters are generated, together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area. FSA is proved to be suitable for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Key words: cellular automata; urban form; desired future; urban planning; Beijing

655


